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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背景下,科技领军企业的颠覆性技术创新既依赖于计划性导向的网络协同与资源配置,
也受动态环境中非计划性创新机会涌现的影响。 现有研究尚未充分揭示如何把握数字创新网络的嵌入度,使计划性协同与

创新性涌现相得益彰,破解颠覆性创新难题。 基于网络嵌入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构建了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实证探究科技

领军企业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影响,以及数字化能力和技术动态性的作用机制。 结果显示:数字创新网络

结构嵌入、关系嵌入与颠覆性技术创新间呈倒 U 型关系,数字化能力在其中发挥中介作用;技术动态性正向调节数字创新网

络结构嵌入与数字化能力、颠覆性技术创新间的倒 U 型关系,并存在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技术动态性负向调节数字创新网络

关系嵌入与颠覆性技术创新间的倒 U 型关系。 研究揭示了数字经济背景下数字创新网络嵌入推动科技领军企业颠覆性技术

创新的复杂作用机制,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背景下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和颠覆性创新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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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随着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新兴技术群的发展与应用,如何高效实现变革性工艺与技术的颠覆性创新,
逐渐成为科技领军企业技术升级与竞争优势重塑的焦点。 习近平总书记在 2023 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

出要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特别是以颠覆性技术和前沿技术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发展新质生

产力。 先进的数字技术支撑能够推动创新水平的提升,数字赋能则能通过信息获取、处理和利用能力的提

升来进一步刺激企业的颠覆性技术创新潜力。 先进数字技术的广泛渗透不仅深刻改变了企业价值创造方

式,也为技术范式变革和产业模式重塑提供了新的可能。 科技领军企业作为科技创新中的关键主体,在前

沿技术研发、研发投入强度和创新资源整合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不仅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在创新网络中承担着技术引领和协同组织的重要角色。 因此,科技领军企业应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

业变革趋势,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依托其在创新网络中的位置优势、资源整合能力和创新研发水

平,超前布局前沿技术与颠覆性技术,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和技术变革能力,从而推动颠覆性技术突破与产业

竞争优势重塑[1] 。
然而,一方面,颠覆性技术创新存在周期长、壁垒高和条件苛刻的特点,仅仅依靠大量资源的堆砌,难以

取得变革性突破;另一方面,传统战略资源实现创新的路径及其作用机制研究较多且相对成熟,这类资源的

“沉睡”价值的挖掘门槛和难度大幅提升。 因此,实现颠覆性技术创新不仅需要长期的资源积累与沉淀,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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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不开创新主体之间的系统协同攻关[2] 。 尤其是在孤立的节点下,依赖有限的资源、技术和知识等生产要

素供应,同样不足以应对数字化发展过程中核心技术突破的严峻挑战。 除此之外,数字资源具有高流动性、
易复制性、非排他性等特点,企业借助网络合作得以更快地汇聚数字生产要素和新一代数字技术。 为此,科
技领军企业凭借一定的资源优势、技术积累和市场影响力,积极嵌入由多元数字主体通过合作关系构建的、
能够降低创新风险和提高创新潜力的数字创新网络,并依托数字赋能实现对数字资源、数字技术、数据要素

等关键生产要素的高效协同、深度整合与灵活重构,成为企业解决颠覆性技术创新困境的关键出路。 在本

文研究情境下,科技领军企业推进颠覆性技术创新,既体现为基于明确技术目标和资源投向开展的计划性

网络嵌入与协同创新,也表现为在高技术动态环境中通过跨界连接、异质知识碰撞和机会识别所形成的非

计划性创新机会涌现。 然而,不同嵌入程度下的创新网络所能发挥的作用并不必然始终为正。 那么,数字

创新网络嵌入是否存在最优区间? 目前研究已经探索了企业如何合理规划创新网络合作以实现创新绩效

提升、产业技术升级的发展路径,却仍存在对网络嵌入作用机制认知上的局限与不足。 此外,现有文献主要

围绕颠覆性创新的影响因素[3] 、实现路径[4] 和驱动模式[5] 等展开实证与综述研究,其结论尚未揭示企业缺

乏计划性引导或资源与能力不能与创新需求匹配时的矛盾本质,单纯依赖偶发性创新机会和创新涌现,未
必能够稳定形成有效成果。

基于网络嵌入理论,数字创新网络的协同合作加速了焦点企业内异质性数字资源的集聚与重组利用,
在数字赋能的作用下,这种协同显著刺激了企业的颠覆性技术创新活动。 实践证明,焦点企业通过与数字

发展主体构建起创新合作网络,能够实现从产品、服务到最终整体商业模式的颠覆性创新[6] 。 但目前学术

界的研究主要分析了传统创新网络与中小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忽视了科技领军企业在过度嵌入网络

的情境中,存在的创新绩效递减效应和潜在的抑制作用。 网络嵌入只是企业获取资源的一种途径,根据动

态能力理论,实际上数字化能力在企业实践过程中发挥着从数字生产要素整合到业务重构、最终取得颠覆

性竞争优势的关键作用[7] ,其形成过程与数字创新网络的动态演化存在着密不可分的联系[8] 。 但是,现有

研究对于数字创新网络嵌入、数字化能力及颠覆性技术创新之间的系统性分析尚显不足,难以阐述企业应

通过什么样的数字创新网络嵌入与数字化能力的关系链条来整合和重构数字生产要素,并最终驱动颠覆性

技术创新。 此外,当前企业置身于高度不确定的技术环境之中,亟须在颠覆性产品演变和技术变革中寻求

突破[9] ,这进一步加剧了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不确定性风险,尤其是在不同嵌入程度的情景下,这
种技术动态性是否会放大或减弱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对于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积极或消极影响,是当下亟

待深入探讨的问题。
综合上述观点,本文基于网络嵌入理论与动态能力理论,将数字创新网络嵌入、数字化能力、技术动态

性和颠覆性技术创新整合到同一理论框架下。 在理论层面,揭示了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对科技领军企业颠覆

性技术创新存在的非线性影响,剖析了嵌入度的最优区间及其促进创新的边界条件,为破解数字创新网络

嵌入对科技领军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差异性影响提供新思路;在技术动态环境背景下,揭示了数字化能

力的中介作用机理,通过剖析不同类型数字化能力的作用机制,拓展了动态能力的理论内涵。 在实践层面,
为科技领军企业在协同攻关过程中实现目标导向布局与机会驱动创新之间的动态平衡提供战略决策依据,
并为企业构建稳固的数字赋能体系、增强颠覆性技术创新竞争力提供新思路。

二、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一)数字创新网络嵌入与颠覆性技术创新

科技领军企业实现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战略重点在于敏锐捕捉并有效利用科研范式变革的契机,突破制

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瓶颈,从而实现技术和产业的升级。 在此过程中,数字化赋能的重心不是置换和

替代,而是强调连接和重组[10] ,因此,科技领军企业通过积极协同数字创新网络主体间的合作,能够充分发

挥资源汇聚、整合重构和协同攻关的综合效能,实现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目标。 基于既有文献[11] ,本文对数字

创新网络的定义进行了适应性补充,即参与合作的发展主体涵盖从事相关人工智能技术、数字技术等新兴

技术的企业、相关政府部门、研究院校及研究机构等多元主体。 这些主体通过数字创新网络中的正式和非

54

王庆金等:
 

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对科技领军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影响研究



正式联结,构建了稳定的合作关系。 其中,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是数字创新网络嵌入的两个重要维度。 前

者强调企业在数字创新网络中的结构位置及其连接方式,反映其在网络中的位置优势、连接广度与资源可

达性等;后者强调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在持续互动中形成的关系质量,主要体现为信任程度、合作强度、互
动频率与关系稳定性等。 因此,本文将从数字创新网络的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维度展开研究,探讨其对颠

覆性技术创新的影响机制。
1. 结构嵌入

首先,在数字经济时代背景下,企业亟须加入价值网络以应对不断变化的市场需求[12] 。 科技领军企业

凭借自身在产业链上下游的生态中扮演的核心角色,更易形成结构位置优势,获取技术迭代与创新所需的

多元数字资源和先进数字技术[13] ,借助数字技术赋能重塑市场规则,从而对现有技术范式产生颠覆性影

响[14] 。 其次,知识的溢出效应决定了企业的创新过程需要跨越组织边界[15] 。 因此,扩大开放尺度以实现跨

界融合和知识重构成为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发展的必然趋势。 科技领军企业通过牵头网络合作,围绕数字

化解决方案开展联合攻关,可以有效提高自身的创新效率和价值创造模式[16] ,从而加速颠覆性技术的突破

和成果转化。 最后,结构嵌入的位置优势为科技领军企业带来了更高的信用水平,促成与银行等金融机构

达成数字化发展的合作项目,缓解企业的投融资压力,有效弥补颠覆性技术创新过程中技术升级和产品研

发过程中的资金缺口[17] 。
但是,过度的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会使企业的颠覆性技术创新过程陷入困境。 随着企业在数字创新

网络中的连接范围不断扩大、节点责任不断加重,企业虽然能够获得更强的资源可达性与信息优势,但也可

能面临更高的协调成本、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与资源分散问题。 因此,不同的数字资源往往以海量价值

密度不均匀的数据形式呈现,企业难以及时从中捕获关键性的资源[18] ,将阻碍组织内的资源识别、整合和重

构过程中技术创新的聚焦能力,导致数字创新相关的大量投资未能及时产生显著的效益,挤出企业用于颠

覆性技术创新活动的研发投入。 此外,即使存在众多技术可用于管理和分析数字化场景中的数字资源,但
是当下在如何将提取出的数字资源转化为颠覆性技术创新成果方面仍然存在明显差距[19] 。

2. 关系嵌入

首先,在理解与信任的基础上,企业通过关系嵌入建立起稳定且互惠互利的合作关系[20] 。 这种关系联

结可以显著提升成员间的分享意愿[21] 。 此时,焦点企业能够更精准、高效地获取和学习高质量的数字资源

与技术,有效缓解了正式制度框架下普遍存在的信息不对称问题[22] ,从而提升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风险预测

能力和风险承担水平。 其次,数字化解决方案伴随着大量隐性知识的学习,这类知识的非结构性、情景依赖

性和隐含性等特征对分享和传递过程有较高的要求,而关系嵌入则可以有效缓解邻近效应与粘滞效应对知

识流动的限制作用[23] ,焦点企业得以充分吸收和挖掘数字隐性知识的潜在价值,解决颠覆性技术创新过程

中的复杂问题与障碍。 最后,将更具新颖性的技术融入组织的价值创造过程是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24] 。 焦

点企业通过与数字合作伙伴建立持续且稳定的合作关系,显著促进知识的创造、交流和转移[25] ,从而弥补数

字知识、经验及技术人才方面的不足,企业得以将更多的时间和资源投入到新兴技术研发,驱动新旧创新模

式更迭[26] 。
但是,传统理论认为弱关系更有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20] ,过度关系嵌入则可能对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

产生消极影响。 首先,关系嵌入不等同于同质性网络。 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复杂性、集成性和不确定性特

征[4] ,决定了其难以由单一主体独立完成,也无法依靠短期内的大量资源投入一蹴而就,多主体合作成为推

进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重要途径[27] 。 然而,当合作关系过度紧密时,企业更容易依赖既有合作伙伴和既定知

识来源,导致外部新知识获取范围收窄,并进一步引发信息同质化和资源冗余问题,从而干扰企业的数据搜

集、识别与处理工作。 此时,可被企业利用的数字生产要素在时效性的约束下附加价值不断降低,进而削弱

了数字生产要素与企业经营结合所能产生的颠覆性效果[28] 。 其次,在过度信任的关系中,企业已经利用技

术标准化、基础设施建设和业务流程规范化建立起了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系统框架[29] ,严重的路径依赖导

致其难以跳出既有的逻辑框架,夸大了数字技术在创新中的作用。 此时,管理者将偏离理性轨道,做出远超

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风险承受能力的非理性决策。 最后,由于科技领军企业的优势主导地位,可能导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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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创新网络内的权力失衡,迫使中小数字个体沦为技术“附庸”。 因此,在过度关系嵌入情境下,出于对技术

隐私泄漏的考量,合作伙伴在数据流通过程中可能采取知识封锁和技术保密行为,不利于企业的颠覆性技

术创新。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与科技领军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呈倒 U 型关系(H1a);
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与科技领军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呈倒 U 型关系(H1b)。
(二)数字创新网络嵌入与数字化能力

首先,面对前所未有的内外部变革压力和竞争挑战,企业亟须数字赋能来实现动态能力的构建和创新

战略目标的实施。 Vilkas 等[30]证实了具备变革性特征的数字技术在数字动态能力构建过程中发挥了积极

作用。 基于此,企业通过结构嵌入与众多数字发展个体关联,在更大的范围内快速聚合关键的数字生产要

素,为发展与支撑数字化能力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其次,适度的关系嵌入情境下搭建起的交流平台优

化了成员间的知识共享渠道[31] ,知识流通效率在充分、深度的合作中得到了进一步提升[32] 。 因此,在合理

的经验和理论指导下,焦点企业更有效地将数字技术融入具体的业务流程[33] ,为发展数字化能力提供了借

鉴与支撑。 最后,随着数字认知距离的缩短和合作关系的深化,企业的数字创新需求与合作欲望不断增强。
继而在浓厚的数字化氛围引导下,科技领军企业利用自身拥有的成熟的数据处理组织架构,高效地从运营、
需求和创新等多个维度推进数字化能力的发展[29] 。

但是,过度嵌入数字创新网络可能会对企业数字化能力的提升产生不利影响。 一方面,数字创新成功

的案例仍显稀缺[34] ,缺乏全面、科学、系统的指导方案协助企业发展数字化能力。 在过度的结构嵌入情境

下,焦点企业可能会形成错误的认知,忽视实际操作过程中面临的困难与风险,不切实际地大量投入数字基

础设施建设,造成严重的数字资源浪费,反而不利于数字化能力的提升。 另一方面,在缺乏异质性数字知识

的创新网络中,网络结构易趋于同质化与封闭化,从而限制新颖知识的获取并抑制创新活动[35] 。 此时,企业

采取的各种抵制行为或消极态度抑制了成员间交流与合作的意愿,最终导致企业自身资源僵化,阻碍数字

化能力的提升[36] 。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与科技领军企业数字化能力呈倒 U 型关系(H2a);
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与科技领军企业数字化能力呈倒 U 型关系(H2b)。
(三)数字化能力与颠覆性技术创新

数字化能力直接体现了企业应用数字技术的熟练度[37] ,借助数字化能力实现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过程涵

盖数字生产要素与商业模式、组织创新之间的深度融合与匹配。 因此,从动态能力理论出发能更好地理解

和阐释数字经济背景下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动因和机制[38] 。
 

首先,数字资源感知能力是企业对资源和风险的识别与感知的能力。 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企业感知

并整合数字资源的能力越强,数字资源与其他类型资源的组合就越多元化[39] ,进而创造更多的颠覆性技术

创新机遇。 除此之外,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数字资源感知能力可以协助企业敏锐捕捉技术变革的趋势,
并及时响应动态变化的创新政策[40] ,从而避免在竞争中被颠覆性技术超越[36] 。 其次,数字资源协同能力

是企业整合与协同资源的能力。 企业通过构建、归纳和重新配置组织内外部的数字资源与战略资源,能
够提升供需匹配的效率并优化资源结构[41] ,实现颠覆性技术创新。 与此同时,这种能力可以有效协调创

新网络多主体间的合作,共同应对持续存在的技术环境威胁[13] ,为降低颠覆性技术创新风险提供了重要

的支持与保障。 最后,数字资源运营能力是企业在动态环境中有效管理和运用资源的能力,其不仅支撑

组织的运营,还在创新和战略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由于颠覆性技术创新往往涉及范围广、耗时长且程

序烦琐,企业需要依托数字资源运营能力来有效调动和部署数字技术[41] ,通过构建跨职能、跨业务的系

统框架和组织流程,实现数字资源与各类资源的高效共享与整合,从而有效推动产品、服务与流程的颠覆

性创新[37] 。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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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资源感知能力与科技领军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呈正相关关系(H3a);
数字资源协同能力与科技领军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呈正相关关系(H3b);
数字资源运营能力与科技领军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呈正相关关系(H3c)。
(四)数字化能力的中介作用

具备感知、运营及协同功能的数字化能力作为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新引擎,能够通过刺激静态的数

字生产要素,带来技术、产品、管理和服务等多维度的变革。 然而,新技术的涌现日渐依赖多学科的交叉融

合,且基于动态能力的企业创新绩效转化过程离不开健全的数字资源基础支持。 因此,为弥补资源禀赋和

技术能力的不足,企业亟须通过协同数字创新网络合作实现资源整合与能力提升,与此同时,创新网络中的

资源流动、重组与配置效率也能够为企业带来颠覆性创新机会[42] 。 Sun 和 Zhou[42] 从实证分析得出数字化

能力作为中介变量,在企业获取的互补性资产与颠覆性创新之间发挥促进作用。
首先,企业数字资源感知、吸收及转化能力的提升之所以受制于其所处网络位置的中心性[44] ,原因在于

结构优势所提供的数字生产要素,为企业培育数字化能力奠定先行经验和知识基础。 其次,依据动态能力

理论,当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的研发要求与自身的资源及能力不能匹配时,仅凭有限的技术支持难以克服

创新动力匮乏和发展滞缓的困境,研发步伐将远远滞后于市场变革的速度。 由于组织能力体系构建是通过

整合与重组多种资源实现的[45] ,在此情境下,企业将更积极地部署与数字创新网络发展个体间的协同合作,
借助结构和关系两种嵌入模式的系统布局驱动数字化能力的建设进程。 最后,数字经济背景下的颠覆性技

术创新过程伴随着较高的不确定性风险[46] ,对组织内外综合能力提出了严格的要求。 数字技术赋能经济社

会的过程能够催生大量的商业模式变革和颠覆性技术创新[47] 。 因此,稳固的数字化能力是企业取得颠覆性

技术创新成果的关键。 基于上述认知,数字创新网络中的数字生产要素被视为培育数字化能力和构建竞争

优势的重要保障,而数字化能力的提升又加速了数字化解决方案的形成[48] ,最终推动了创新网络内的价值

共创,加速了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成果转化。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数字化能力在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与科技领军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H4a);
数字化能力在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与科技领军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关系中发挥了中介作用(H4b)。
(五)技术动态性的调节作用

研究发现,环境因素会显著影响颠覆性技术创新风险[49] 。 基于此,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技术动态性为企

业颠覆性技术创新和数字化能力的构建带来了众多的机遇和挑战。 在此情境下,技术动态性并非对不同类

型的数字创新网络嵌入产生同质化影响,而是会基于两类嵌入模式在资源获取方式、知识流动特征和创新

功能上的差异,表现出不同的调节作用。 结构嵌入更强调企业在网络中的位置优势、跨界连接和异质性知

识获取,体现出更强的创新性涌现特征;关系嵌入则更强调合作信任、持续互动和协同深化,体现出更强的

计划性协同特征。 由于高技术动态环境更强调快速搜索、机会识别和新知识重组,因此其更可能强化结构

嵌入的积极作用,却可能削弱关系嵌入原有的稳定协同优势[50] 。
1. 技术动态性在数字创新网络嵌入与颠覆性技术创新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技术动态性正向调节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与科技领军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之间的倒 U 型关系。 在

技术动态性较高的环境中,技术迭代速度加快、知识更新频率提升、市场机会窗口缩短,企业现有的竞争优

势可能由于变革性技术的出现而受到冲击[13] 。 聂力兵等[51] 发现在“卡脖子”技术的竞争困境下,企业可以

借助新兴技术激活“沉睡”的知识和专利,从而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因此,企业对跨界搜索、异质知识获取和

新技术机会识别的需求更为迫切[52] 。 此时,适度的结构嵌入能够帮助科技领军企业依托其在数字创新网络

中的关键位置,更高效地接触多元创新主体和非冗余信息来源,强化对前沿数字技术、异质数字资源和潜在

颠覆性机会的识别、吸收与整合能力,从而更有利于推动颠覆性技术创新。 相反,当结构嵌入程度过高时,
过宽的连接范围和过强的信息输入也会在高技术动态环境下进一步放大协调负担、信息过载和资源分散等

问题[53] ,使企业更难聚焦于高价值创新机会,进而加剧过度嵌入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抑制作用。 因此,技术

动态性会强化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倒 U 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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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动态性负向调节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与科技领军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之间的倒 U 型关系。 关

系嵌入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信任积累、合作惯例形成和既有伙伴之间的稳定协同[54] ,这种机制有助于企业围

绕既定技术目标持续推进创新活动。 然而,在技术动态性较高的环境中,技术生命周期缩短、知识折旧加

快、技术范式更替更为频繁,企业若过度依赖既有合作伙伴与稳定关系网络,反而更容易陷入信息来源同质

化、外部搜索范围收窄和路径依赖强化的困境。 即便在适度关系嵌入水平下,原有稳定协同所带来的优势

也可能因技术快速变化而被部分削弱;而当关系嵌入进一步加深时,这种对既有合作模式和熟悉知识结构

的依赖会更加明显,从而限制企业对新兴技术机会的敏锐感知与及时响应[11] ,不利于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实

现。 因此,技术动态性会削弱关系嵌入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促进作用,并强化其潜在的锁定效应,即对数字

创新网络关系嵌入与颠覆性技术创新之间的倒 U 型关系发挥负向调节作用。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技术动态性正向调节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与科技领军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间的倒 U 型关系(H5a);
技术动态性负向调节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与科技领军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间的倒 U 型关系(H5b)。
2. 技术动态性在数字创新网络嵌入与数字化能力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在全球化趋势的发展和极具颠覆性商业模式的演变背景下,市场竞争充满了不稳定的未知因素。 因

此,拥有较高的风险承担能力被视作提升企业韧性的关键。 已有研究指出,数字能力有助于企业更快感知

外部变化、重组资源并提升环境适应能力[32] 。 故此,在技术动态性较高的情境下,企业对数字资源的快速识

别、吸收、整合与重构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技术动态性较高的环境中,企业对前沿数字技术、外部异质资源与新兴机会的识别和整合需求显著

增强,而数字化能力能提升企业对市场感知的敏感程度,从而克服变革性技术创新的挑战[55] 。 此时,适度的

结构嵌入能够帮助科技领军企业依托其在数字创新网络中的位置优势,更高效地接触多元主体和非冗余信

息来源,从而为数字化能力提供更丰富的知识基础与要素支撑。 与此同时,当结构嵌入程度过高时,过宽的

连接范围和过强的信息输入也会在高技术动态环境下进一步放大协调负担、信息处理压力与资源分散问

题,增加数字化能力持续演进的复杂性与成本。 因此,技术动态性会强化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与数字化

能力之间的倒 U 型关系。
技术动态性负向调节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与科技领军企业数字化能力间的倒 U 型关系。 关系嵌入

有助于企业依托信任积累与稳定协同推进数字化能力建设,但在技术动态性较高的环境中,企业若过度依

赖既有合作伙伴与稳定关系网络,则更容易固守熟悉的合作模式和知识结构[56] 。 在此情境下,组织内任何

细微变动都可能引发企业运营层面的连锁反应,不仅资源消耗较大,而且伴随显著风险[29] ,从而削弱对新兴

数字资源与跨边界学习机会的感知、吸收与重构。 由此,技术动态性会削弱关系嵌入对数字化能力的促进

作用,并强化其潜在锁定效应。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技术动态性正向调节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与科技领军企业数字化能力间的倒 U 型关系(H6a);
技术动态性负向调节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与科技领军企业数字化能力间的倒 U 型关系(H6b)。
3. 有调节的中介作用

技术动态性会影响数字资源与技术向创新成果转化的进程,更深入的研究表明,在此条件下,企业所具

备的动态能力对这一转变过程有更显著的影响[57] 。 颠覆性技术创新易受到市场、技术及政策等技术环境的

影响,在焦点企业依托数字创新网络从事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其构建的数字化能力可以有效应对这

些波动的不稳定因素,从而技术动态性会放大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对数字化能力的影响。 根据假设 H4a 和假

设 H4b 的理论逻辑,可以推断,企业的数字创新网络嵌入能够借助数字化能力影响颠覆性技术创新。 综上

所述,本文认为技术动态性的调节作用可能通过改变数字化能力在数字创新网络嵌入与颠覆性技术创新中

的中介作用来最终影响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 具体而言,当焦点企业所处环境的技术动态性较高时,数字

创新网络嵌入与数字化能力的倒 U 型关系就越强,那么通过数字化能力传导的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对颠覆性

技术创新的间接影响相应会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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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样本分布特征

变量 类别 数量 占比(%)

企业规模
大型企业 110 26. 19

中小型企业 310 73. 81

企业年龄

5 年以内(含 5 年) 65 15. 48
6~ 10 年 147 35. 00

11 ~ 15 年 117 27. 86
15 年以上(不含 15 年) 91 21. 67

企业产
权性质

国有企业 165 39. 29
民营企业 226 53. 81
其他企业 29 6. 90

企业所处
产业链位置

中下游企业 232 55. 24
上游企业 188 44. 76

企业所属
产业类型

数字经济产业 197 46. 90
传统产业 223 53. 10

基于此,本文提出假设:
数字化能力在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与颠覆性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受到技术动态性调节,即存

在调节前半路径的有调节的中介作用(H7a);
数字化能力在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与颠覆性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受到技术动态性调节,即存

在调节前半路径的有调节的中介作用(H7b)。
本文的理论模型如图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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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理论模型

三、研究设计

(一)数据收集

本文选取科技领军企业作为研究对象,主要基于以下考虑:一是科技领军企业并不局限于单一规模类

型,在关键技术、产业链地位及能力等方面的综合表现,既可以包括在产业链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大型龙头企

业,也可以包括在细分领域具备较强技术创新能力和技术影响力的中小企业。 不同规模企业在数字创新网

络嵌入与颠覆性技术创新中的行为机制可能存在差异,将其共同纳入研究有助于更全面地刻画科技领军企

业的整体特征。 二是这类企业普遍处于技术创新与产业变革前沿,在数字化转型推进及新兴数字技术应用

方面表现更为活跃,因此更适合作为本文的分析对象。 因此,本文在样本选取上保留了企业规模的多样性,
以增强研究结论的外部适用性。

2024 年 9—12 月在中国开展了一项问卷调查,研究样本的横断面数据主要来自山东,同时覆盖浙江、安
徽、河北、湖北、内蒙古等地区。 为确保科学有效性,数据采集历时 4 个月。 在样本企业识别阶段,本文并非

仅依据单一年度、单一口径的公开“科技领军企业名单”筛选调研对象,而是综合参考科技、工信、发改等主

管部门公开发布的科技领军企业名单和细分领域领军企业名单,形成候选样本池。 需要说明的是,细分领

域领军企业并未被本文直接等同于科技领军企业,而仅作为候选样本的补充来源。 正式发放前,本文根据

中国各省科技厅等政府机构公布的科技领军企业名单,对山东的 5 家企业进行了试点调查,向这些企业的高

级管理人员发放了 82 份问卷并全部回收(回收率 100%)。 受访者配合积极,平均耗时约 7 分钟完成问卷。
正式采集前对问卷进行了修订完善。 为确保样本可靠性,主要借助线上问卷、电子邮件,通过省市地区负责

科技管理工作的部门分发问卷等方式进行数据收集,
确保问卷精准送达目标企业并提升回收率,邀请参与

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或相关创新网络合作的中高层管

理者及技术人员填写问卷。 最后剔除信息遗漏的无效

问卷后,共获得来自 420 家企业的有效样本,问卷有效

回收率为 82. 68%。 样本分布特征见表 1。
(二)变量测算

研究中各变量均取自国内外核心研究中的成熟量

表,并结合本文的具体研究情境和目标企业对题项进

行了适当修正。 问卷各题项均采用李克特( Likert) 五

级量表进行测量,其中“非常不同意”为 1,“非常同意”
为 5。 对数字创新网络嵌入的测量,主要参考余传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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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11]的研究,并结合数字创新网络情境进行适当修订,将其划分为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SE)和数字创新

网络关系嵌入(RE)。 结构嵌入主要从企业在数字创新网络中的位置优势、连接广度与资源可达性加以衡

量;关系嵌入主要从企业与合作伙伴之间的合作强度、互动频率、信任水平和关系稳定性加以衡量,分别设 4
个和 6 个题项。 对数字化能力(DC)的测量,主要借鉴了易加斌等[36] 的研究,从数字资源感知能力(DPC)、数
字资源协同能力(DCC)和数字资源运营能力(DOC)这 3 个维度加以测量,涵盖了对数字技术、数字资源和数据

要素等数字生产要素的搜索识别、消化吸收和成果转化的连续过程,共设 15 个题项。 对颠覆性技术创新(DTI)
的测量借鉴杨瑾和杨敏等的研究[58] ,结合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发展战略中对于科技领军企业颠覆性创新的描

述,共设 5 个题项。 对技术动态性(TD)的测量,主要借鉴 Jaworski 和 Kohli[59]的研究,共设 4 个题项。 依据过往

的研究,考虑到企业是否从事数字经济产业可能与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和颠覆性技术创新有一定的关联性,本文

选取企业规模(SIZE)、企业年龄(AGE)、产权性质、产业类型( IT)、所处产业链位置( ICP)作为控制变量。 其

中,产权性质为多分类名义变量。 为避免将其作为连续变量直接纳入回归所造成的估计偏差,本文将产权性

质转化为虚拟变量处理。 具体地,以民营企业为参照组,设置国有企业(SOE)和其他企业(OTHER)作为虚

拟变量纳入模型。 为排除区域集中对研究结论的潜在影响,在加入山东地区虚拟变量后,结构嵌入和关系

嵌入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倒 U 型关系、数字化能力的中介作用的方向与显著性基本保持一致。
(三)信效度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表 2 中对于问卷数据的信效度检验结果显示:信度检验方面,理论模型中各个潜变量的 Cronbach􀆳s
 

α 系

数值与组合信度均超过检验门槛值,说明量表的信度较好;效度检验方面,本文测量题项均借鉴相关研究成

熟量表,即具有较好的内容效度。 此外,所有题项的因子载荷均高于 0. 6,AVE 值均高于 0. 5,即具有较好的

聚合效度。 本文采用 Amos
 

26. 0 软件对七因子全模型及其他替代模型开展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见表 3。
其中七因子模型各项拟合指标最佳( χ2 / df = 1. 658,RMSEA = 0. 040,RMR = 0. 044,CFI = 0. 978,TLI = 0. 975),
满足标准且优于替代模型,说明各研究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关于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研究采用了 Harman 单因子检验,结果表明特征根大于 1 的因子共 7 个,最大因子

方差解释度为 40%,低于判别要求提出的 50%,不存在显著的共同方法偏差。 同时,本文借助潜因子法,加入潜

变量到结构方程模型中进行检验,结果显示加入一个方法因子后模型并未显著改变,其中 RMSEA 与 SRMR 的

变化幅度低于 0. 05,TLI 和 CFI 的变化幅度低于 0. 03,进一步证实了研究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

表 2　 信效度检验结果

测量项目 Cronbach’s
 

α AVE CR KMO 因子载荷范围

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 0. 926 0. 6278 0. 8707 0. 860 0. 767~ 0. 853
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 0. 957 0. 6620 0. 9214 0. 915 0. 746~ 0. 853

数字资源感知能力 0. 956 0. 7359 0. 9330 0. 922 0. 849~ 0. 864
数字资源协同能力 0. 954 0. 6571 0. 9055 0. 916 0. 771~ 0. 823
数字资源运营能力 0. 935 0. 6657 0. 9087 0. 896 0. 776~ 0. 841

技术动态性 0. 934 0. 8150 0. 9463 0. 852 0. 900~ 0. 909
颠覆性技术创新 0. 956 0. 6620 0. 9073 0. 919 0. 789~ 0. 845

表 3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 df RMSEA RMR CFI TLI GFI NFI
七因子模型 1. 658 0. 040 0. 044 0. 978 0. 975 0. 893 0. 946
六因子模型 3. 366 0. 075 0. 086 0. 920 0. 912 0. 765 0. 890
五因子模型 6. 938 0. 119 0. 152 0. 796 0. 779 0. 575 0. 770
四因子模型 9. 357 0. 141 0. 172 0. 711 0. 689 0. 481 0. 688
三因子模型 11. 903 0. 161 0. 163 0. 621 0. 594 0. 414 0. 601
二因子模型 14. 347 0. 178 0. 175 0. 534 0. 503 0. 373 0. 517
单因子模型 16. 886 0. 195 0. 207 0. 444 0. 408 0. 345 0. 431

　 注:六因子模型是将 SE 和 RE 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五因子模型是将 SE、RE 和 DPC 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四因子模型是将 SE、RE、DPC 和
DCC 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三因子模型是将 SE、RE、DPC、DCC 和 DOC 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二因子模型是将 SE、RE、DPC、DCC、DOC 和 DTI
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单因子模型是将所有项目合并为一个潜在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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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实证分析

(一)相关性分析

由表 4 可知,多数核心变量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相关系数的方向与理论预期基本一致,为后续回归

检验提供了初步支持。

表 4　 变量的均值、标准差和相关系数

变量 SIZE AGE SOE OTHER IT ICP SE RE DPC DCC DOC TD DTI
SIZE 1
AGE 0. 037 1
SOE 0. 186∗ 0. 069 1

OTHER -0. 120∗ -0. 096∗ 0. 219∗∗ 1
IT 0. 221∗∗ -0. 008 0. 055 -0. 087 1
ICP -0. 008 -0. 256∗∗ -0. 041 -0. 038 -0. 113∗ 1
SE 0. 157∗∗ 0. 427∗∗ 0. 072 -0. 150∗∗ 0. 214∗∗ -0. 367∗∗ 1
RE 0. 103∗ 0. 289∗∗ 0. 034 -0. 148∗∗ 0. 079 -0. 207∗∗ 0. 602∗∗ 1
DPC 0. 172∗∗ 0. 218∗∗ -0. 006 -0. 075 0. 097∗ -0. 185∗∗ 0. 413∗∗ 0. 458∗∗ 1
DCC 0. 055 0. 250∗∗ 0. 012 -0. 084 0. 053 -0. 118∗ 0. 465∗∗ 0. 479∗∗ 0. 405∗∗ 1
DOC 0. 130∗∗ 0. 233∗∗ 0. 025 -0. 090 0. 083 -0. 256∗∗ 0. 521∗∗ 0. 531∗∗ 0. 508∗∗ 0. 508∗∗ 1
TD -0. 037 0. 126∗∗ -0. 069 -0. 038 0. 027 -0. 044 0. 125∗ 0. 231∗∗ 0. 091 0. 155∗∗ 0. 113∗ 1
DTI 0. 088 0. 269∗∗ 0. 108∗ -0. 089 0. 098∗ -0. 212∗∗ 0. 516∗∗ 0. 507∗∗ 0. 464∗∗ 0. 526∗∗ 0. 563∗∗ 0. 251∗∗ 1

平均值 0. 260 2. 560 0. 393 0. 069 0. 470 0. 550 3. 226 3. 201 3. 072 3. 421 3. 540 3. 443 3. 611
方差 0. 440 0. 996 0. 489 0. 254 0. 500 0. 498 1. 035 1. 016 1. 164 1. 164 1. 114 1. 123 1. 117

　 注:N= 420;∗表示 p<0. 05,∗∗表示 p<0. 01,∗∗∗表示 p<0. 001(双尾检验)。

(二)层次回归分析

倒 U 型曲线效应的统计检验参考了 Haans 等[60]的三步检验法。 自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并进一步计算

自变量的平方项进行后续检验。 首先,由表 5 可知,模型 3 中结构嵌入平方项系数显著为负(β = -0. 241,p<
0. 001),模型 5 中关系嵌入平方项系数显著为负(β= -0. 187,p<0. 001)。 模型 10 中结构嵌入平方项系数显

著为负(β= -0. 183,p<0. 001)。 模型 11 中关系嵌入平方项系数显著为负(β= -0. 126,p<0. 01),均符合第一

步检验。 其次,计算曲线切线斜率方程(表 6),其中 C 为常数项,S 为切线斜率。 结果可知,SE 的取值范围

为[ -2. 150,1. 714],当 SE 取最大值时路径 1 和路径 2 的斜率为负,
 

当 SE 取最小值时路径 1 和路径 2 的斜

率为正,均符合条件;RE 的取值范围为[ -2. 167,1. 607],当 RE 取最大值时,路径 3 斜率为负,路径 4 斜率为

正,当 RE 取最小值时,路径 3 和路径 4 的斜率为正。 综上得出路径 4 不符合条件,路径 1 ~路径 3 符合条件。
最后,曲线方程驻点分析表明路径 1 ~路径 3 自变量取值范围内。 综上,假设 H1a、假设 H1b 和假设 H2a 得

到实证数据支持,而假设 H2b 未通过倒 U 型关系检验。

表 5　 主效应和中介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颠覆性技术创新 数字化能力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SIZE 0. 118 -0. 001 0. 039 0. 033 0. 054 -0. 064 -0. 061 -0. 054 0. 267∗∗ 0. 186∗ 0. 195∗

AGE 0. 248∗∗∗ 0. 059 0. 047 0. 128 0. 144∗∗ 0. 085 0. 028 0. 076 0. 222∗∗∗ 0. 037 0. 111∗∗

SOE 0. 146 0. 160 0. 112 0. 179 0. 190 0. 215∗ 0. 182∗ 0. 221∗ -0. 102 -0. 126 -0. 062
OTHER -0. 210 0. 013 0. 166 0. 039 0. 055 0. 006 0. 144 0. 073 -0. 287 0. 035 -0. 027

IT 0. 146 -0. 024 -0. 030 0. 108 0. 123 0. 084 0. 018 0. 089 0. 088 -0. 075 0. 059
ICP -0. 330∗∗ -0. 042 -0. 121 -0. 181 -0. 267∗∗ -0. 095 -0. 059 -0. 128 -0. 311∗∗ -0. 104 -0. 220∗∗

SE 0. 541∗∗∗ 0. 476∗∗∗ 0. 203∗∗∗ 0. 454∗∗∗

SE2 -0. 241∗∗∗ -0. 131∗∗ -0. 183∗∗∗

RE 0. 503∗∗∗ 0. 397∗∗∗ 0. 135∗ 0. 433∗∗∗

RE2 -0. 187∗∗∗ -0. 105∗ -0. 126∗∗

DPC 0. 169∗∗∗ 0. 145∗∗∗ 0. 140∗∗

DCC 0. 264∗∗∗ 0. 209∗∗∗ 0. 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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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颠覆性技术创新 数字化能力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模型 11
DOC 0. 304∗∗∗ 0. 236∗∗∗ 0. 250∗∗∗

R2 0. 112 0. 275 0. 324 0. 290 0. 313 0. 437 0. 470 0. 461 0. 139 0. 385 0. 415
调整 R2 0. 100 0. 262 0. 311 0. 278 0. 300 0. 425 0. 456 0. 446 0. 126 0. 373 0. 403

F 8. 722∗∗∗ 22. 274∗∗∗ 24. 643∗∗∗ 23. 992∗∗∗ 23. 400∗∗∗ 35. 414∗∗∗ 32. 904∗∗∗ 31. 708∗∗∗ 11. 085∗∗∗ 32. 123∗∗∗ 36. 391∗∗∗

　 注:N= 420;∗表示 p<0. 05,∗∗表示 p<0. 01,∗∗∗表示 p<0. 001(双尾检验)。

中介作用的检验参考了林伟鹏和冯保艺[61]的观点。 模型 6 是对数字化能力的三个维度对颠覆性技术

创新的影响进行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资源感知能力(β = 0. 169,p<0. 001)、数字资源协同能力(β = 0. 264,
p<0. 001)、数字资源运营能力(β= 0. 304,p<0. 001)均与颠覆性技术创新显著正相关,假设 H3a、假设 H3b、假
设 H3c 成立。 模型 7 中数字资源感知能力、数字资源协同能力和数字资源运营能力均显著为正(β = 0. 145,
p<0. 001、β= 0. 209,p< 0. 001、β = 0. 236,p< 0. 001) ,结构嵌入平方项显著性减弱仍为负( β = - 0. 131,p<
0. 01)。 同理,模型 8 中数字资源感知能力、数字资源协同能力与数字资源运营能力均显著为正(β = 0. 140,
p<0. 01、β= 0. 215,p<0. 001 与 β= 0. 250,p<0. 001),关系嵌入平方项显著性有所减弱后仍为负(β = -0. 105,
p<0. 05)。 综上表明,数字化能力在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与颠覆性技术创新中发挥了部分中

介作用。 再者,采用 Hayes 和 Preacher[62] 开发的 MEDCURVE 宏程序进行 Bootstrap5000 次非线性间接中介

效应检验。 检验结果表明:当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取 3 个典型值(M-1SD;M;M+1SD,其中 M 表示均值,
SD 表示标准差)时,其通过数字化能力影响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非线性中介作用分别为 0. 478、0. 265、0. 052,
置信区间分别为(0. 355,0. 620)、(0. 193,0. 351)、( -0. 057,0. 154),前两个效应的置信区间均未包含 0,表
明非线性中介作用存在;而当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过高时,非线性中介作用不显著(置信区间包含 0);当
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取 3 个典型值(M-1SD;M;M+1SD)时,其通过数字化能力影响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非

线性中介作用分别为 0. 412、0. 260、0. 109,置信区间分别为( 0. 295,0. 547)、 ( 0. 186,0. 348)、 ( - 0. 029,
0. 244),前两个效应的置信区间均未包含 0,表明非线性中介作用存在;而当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过高时,
非线性中介作用不显著(置信区间包含 0)。 综上,假设 H4a 及假设 H4b 得到实证数据支持。

调节效应的检验参考了方杰等[63]的观点。 由表 7 可知,模型 2 中结构嵌入平方项交互项的系数显著为

负(β= -0. 080,p<0. 05),当技术动态性取 M+1SD(高值)时,曲线的二次项系数为-0. 307,拐点为 0. 954;当
技术动态性取 M-1SD(低值)时,曲线的二次项系数为-0. 147,拐点为 1. 293。 前者绝对值明显大于后者,说
明技术动态性正向调节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与颠覆性技术创新间的关系,即在高技术动态性情境下,二
者之间的倒 U 型曲线更为陡峭,且拐点左移,假设 H5a 成立。 模型 4 中关系嵌入平方项交互项的系数显著

为正(β= 0. 103,p<0. 05),进一步计算发现,当技术动态性取 M+1SD(高值)时,曲线二次项系数绝对值小于

技术动态性取 M-1SD(低值)时的绝对值,说明高技术动态性下曲线趋于平缓,且拐点呈右移趋势,假设 H5b
成立。 模型 8 中平方项交互项系数显著为负(β= -0. 057,p<0. 05),说明技术动态性在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

入与数字化能力之间存在调节效应,当技术动态性取 M+1SD(高值)时,曲线的二次项系数为-0. 240,拐点

为 0. 977;当技术动态性取 M-1SD(低值)时,曲线的二次项系数为-0. 126,拐点为 1. 734。 前者绝对值明显

大于后者,说明技术动态性正向调节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与数字化能力间的关系,即在高技术动态性情

境下,二者之间的倒 U 型曲线更为陡峭,且拐点左移,假设 H6a 成立。 模型 10 中平方项交互项系数不显著,
即技术动态性在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与数字化能力间的调节作用不显著,假设 H6b 未得到验证。

表 6　 曲线方程、切线斜率方程和驻点

路径 曲线方程 切线斜率方程 驻点

1. SE→DTI DTI=C+0. 476SE-0. 241SE2 S= 0. 476-0. 482SE 1. 240
2. SE→DC DC=C+0. 454SE-0. 183SE2 S= 0. 454-0. 366SE 0. 988
3. RE→DTI DTI=C+0. 397RE-0. 187RE2 S= 0. 397-0. 374RE 1. 061
4. RE→DC DC=C+0. 433RE-0. 126RE2 S= 0. 433-0. 252RE 1. 7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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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本文参考温忠麟和叶宝娟[64]提出的完整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程序进行模型检验,结果见表

7。 检验过程分为三步,当三步都通过检验时,模型中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成立。 第一步,检验通过的标准为

自变量平方项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模型 2 中结构嵌入平方项与技术动态性交互项系数显著

(β= -0. 080,p<0. 05);第二步,检验通过的标准为自变量平方项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的系数显著,模型 8 中

结构嵌入平方项与技术动态性交互项系数显著(β = -0. 057,p<0. 05);第三步,检验通过的标准为中介变量

与调节变量的交互项的系数不显著,模型 5 表明回归结果中数字化能力与技术动态性的交互项系数不显著,
第三步检验通过。 因此,第一、二、三步同时成立,模型通过检验,假设 H7a 得到实证数据支持。 同理,对于

关系嵌入的检验,模型 4 中平方项交互项系数显著(β = 0. 103,p<0. 05),第一步检验通过;模型 10 中平方项

交互项系数不显著,第二步检验不通过;模型 6 中数字化能力与技术动态性交互项系数不显著。 因此,第一、
第三步成立,第二步不成立,假设 H7b 未得到实证数据支持。

回归结果汇总见表 8。

表 7　 调节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颠覆性技术创新 数字化能力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模型 7 模型 8 模型 9 模型 10
SIZE 0. 057 0. 058 0. 073 0. 080 -0. 059 -0. 040 0. 191∗ 0. 193∗ 0. 196∗ 0. 199∗

AGE 0. 030 0. 016 0. 132∗∗ 0. 137∗∗ 0. 003 0. 073 0. 033 0. 026 0. 111∗∗ 0. 107∗∗

SOE 0. 148 0. 147 0. 213∗ 0. 207∗ 0. 204∗ 0. 244∗∗ -0. 116 -0. 115 -0. 062 -0. 066
OTHER 0. 183 0. 216 0. 066 0. 081 0. 187 0. 093 0. 040 0. 049 -0. 027 -0. 023

IT -0. 038 -0. 047 0. 114 0. 114 -0. 007 -0. 116 -0. 077 -0. 078 0. 059 0. 058
ICP -0. 120 -0. 089 -0. 271∗∗ -0. 237∗ -0. 046 0. 122 -0. 103 -0. 090 -0. 220∗∗ -0. 201∗

SE 0. 463∗∗∗ 0. 483∗∗∗ 0. 244∗∗∗ 0. 450∗∗∗ 0. 453∗∗∗

SE2 -0. 224∗∗∗ -0. 227∗∗∗ -0. 136∗∗ -0. 178∗∗∗ -0. 183∗∗∗

RE 0. 366∗∗∗ 0. 381∗∗∗ 0. 122∗ 0. 433∗∗∗ 0. 438∗∗∗

RE2 -0. 182∗∗∗ -0. 169∗∗∗ -0. 093∗ -0. 126∗∗∗ -0. 129∗∗

SE×TD 0. 103∗ 0. 136∗∗ 0. 016∗

SE2 ×TD -0. 080∗ -0. 062 -0. 057∗

RE×TD 0. 158∗∗ 0. 149∗∗ 0. 032
RE2 ×TD 0. 103∗ 0. 115∗∗ -0. 021

DC 0. 492∗∗∗ 0. 548∗∗∗

TD×DC -0. 080 -0. 017
TD 0. 195∗∗∗ 0. 317∗∗∗ 0. 155∗∗∗ 0. 059 0. 255∗∗∗ 0. 037 0. 052 0. 132∗ 0. 001 0. 038
R2 0. 353 0. 377 0. 331 0. 349 0. 507 0. 492 0. 388 0. 395 0. 415 0. 418

调整 R2 0. 339 0. 360 0. 316 0. 332 0. 491 0. 476 0. 374 0. 378 0. 402 0. 402
F 24. 895∗∗∗ 22. 411∗∗∗ 22. 536∗∗∗ 19. 913∗∗∗ 32. 088∗∗∗ 30. 256∗∗∗ 28. 855∗∗∗ 24. 196∗∗∗ 32. 269∗∗∗ 26. 614∗∗∗

　 注:N= 420;∗表示 p<0. 05,∗∗表示 p<0. 01,∗∗∗表示 p<0. 001(双尾检验)。

表 8　 回归结果汇总

假设 检验结果

H1a 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对颠覆性技术创新呈倒 U 型关系
H1b 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对颠覆性技术创新呈倒 U 型关系

H2a 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对数字化能力呈倒 U 型关系

H2b 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对数字化能力的倒 U 型关系未得到实证数据支持

H3a 数字资源感知能力与颠覆性技术创新呈正相关关系

H3b 数字资源协同能力与颠覆性技术创新呈正相关关系
H3c 数字资源运营能力与颠覆性技术创新呈正相关关系

H4a 数字化能力在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与颠覆性技术创新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H4b 数字化能力在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与颠覆性技术创新关系间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H5a 技术动态性正向调节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与颠覆性技术创新间的关系
H5b 技术动态性负向调节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与颠覆性技术创新间的关系

H6a 技术动态性正向调节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与数字化能力间的关系

H6b 技术动态性在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与数字化能力间的调节作用未得到实证数据支持

H7a 数字化能力在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与颠覆性技术创新过程中的中介作用受到技术动态性调节

H7b 数字化能力在数字创新网络关系嵌入与颠覆性技术创新中的中介作用受到技术动态性调节未得到实证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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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果讨论与展望

(一)主要研究结论

在数字经济加速演进、技术竞争持续加剧的背景下,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已成为科技领军企业推进颠覆

性技术创新的重要路径。 本文基于网络嵌入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以科技领军企业为研究对象,系统考察

了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对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影响,并进一步检验了数字化能力的中介作用与技术动态性的调

节作用。 研究结论如下:
第一,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对科技领军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并非单纯线性促进,而是呈现出显著的倒 U

型特征。 具体而言,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均能够在适度范围内促进企业获取异质性数字资源、前沿技术信

息和协同创新机会,从而提升颠覆性技术创新水平;但当嵌入程度过高时,也可能引发资源冗余、信息同质

化、关系锁定和路径依赖等问题,进而抑制颠覆性技术创新。 对于科技领军企业而言,其通常在数字创新网

络中占据更关键的位置、承担更高强度的技术攻关任务,因此其网络嵌入的促进效应与过度嵌入的抑制效

应都更为突出,呈现出更明显的“双刃剑”特征。
第二,数字化能力是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影响科技领军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的重要传导机制。 研究发

现,数字资源感知能力、数字资源协同能力和数字资源运营能力均能够显著促进颠覆性技术创新,且数字化

能力在结构嵌入、关系嵌入影响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发挥部分中介作用。 这表明,数字创新网络嵌入

所带来的外部资源和合作优势,需经过企业内部的识别、整合和运营转化后,才能进一步作用于颠覆性技术

创新。
第三,技术动态性会影响数字创新网络嵌入作用于颠覆性技术创新及数字化能力的边界条件,且这种

影响在不同嵌入维度上表现出明显差异。 研究发现,技术动态性强化了结构嵌入对颠覆性技术创新和数字

化能力的倒 U 型作用,并进一步形成调节前半路径的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技术动态性对关系嵌入与颠覆性

技术创新之间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得到了支持,但对关系嵌入与数字化能力之间关系的负向调节作用未得

到实证数据支持。 这表明,在高技术动态环境下,结构嵌入更能发挥跨界搜索和异质知识整合优势,而关系

嵌入的作用机制则更为复杂,容易受到既有合作惯例和稳定协同边界的约束。
(二)理论贡献

本文的理论贡献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本文拓展了网络嵌入理论在数字创新情境与科技领军企业研究中的解释边界。 既有研究大多从

线性促进视角理解网络嵌入对企业创新的作用,隐含了嵌入越深越有利于创新的逻辑;而本文基于科技领

军企业样本发现,数字创新网络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对颠覆性技术创新均呈显著倒 U 型关系,表明网络嵌

入并非单向增益机制,而是同时存在资源获取效应与过度嵌入的锁定效应。 该发现将网络嵌入对创新的解

释逻辑由单一线性促进拓展为适度最优、过度受限的非线性框架,也为理解数字经济背景下科技领军企业

何以在资源优势条件下仍可能面临创新抑制提供了新的理论视角。
第二,本文揭示了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影响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能力转化机制,丰富了动态能力理论在数

字化创新研究中的应用。 现有研究虽然关注外部网络合作、数字资源获取与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但对外

部网络资源如何转化为企业内部创新优势的作用过程缺乏系统解释[65] 。 本文验证了数字化能力在数字创

新网络嵌入与颠覆性技术创新之间的中介作用,说明企业通过数字创新网络获取的数字生产要素、知识与

技术,并不会自动转化为颠覆性创新成果,而是需要借助数字资源感知、协同与运营能力完成识别、整合与

重构[66] 。 由此,本文构建并验证了数字创新网络嵌入—数字化能力—颠覆性技术创新的作用链条,从而深

化了动态能力理论关于外部资源内生化与创新产出形成机制的解释。
第三,本文补充了数字创新网络嵌入影响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边界条件研究,揭示了技术动态性对不同

嵌入维度的差异化塑造作用。 既有文献多强调环境不确定性会影响企业创新活动[67] ,但较少进一步区分其

对结构嵌入与关系嵌入的异质化作用。 本文发现,技术动态性显著强化了结构嵌入对数字化能力和颠覆性

技术创新的倒 U 型影响,并存在调节前半路径的有调节中介效应;而在关系嵌入维度上,技术动态性虽对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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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颠覆性技术创新之间关系表现出负向调节特征,但其对关系嵌入与数字化能力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未得

到实证支持。 该结果表明,在高技术动态环境下,结构位置优势所带来的异质知识获取、跨界连接与机会识

别价值更加突出,而关系深化形成的稳定协同效应则具有更强的情境依赖性和复杂性。
(三)管理启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与理论分析,本文进一步从网络布局优化、数字化能力培育和动态环境应对三个方

面提出如下三点管理启示:
第一,科技领军企业要强化目标导向的网络布局,充分把握战略部署方向,明确关键领域的研发目标和

资源投入,从而避免过度嵌入的风险。 具体而言,在高技术动态环境下,应优先优化数字创新网络的结构位

置,而非单纯加深关系强度,促成计划性的协同创新,即实现企业战略部署与创新生态的深度融合。 在当前

中国数字经济加速发展、关键核心技术持续突破的背景下,科技领军企业面临的技术环境高度不确定,新技

术迭代周期显著缩短。 在此情境下,企业在创新网络构建的计划性布局中,应优先优化网络结构位置,同时

将关系强度控制在适度区间,避免因关系过密导致信息同质化和路径锁定。 一方面,这有助于企业在技术

范式快速演进过程中更早识别颠覆性技术机会,推动创新性涌现的形成;另一方面,也有助于企业在数字化

转型过程中灵活整合多源数据要素与多元技术,加快数字化能力的构建与成果转化。
第二,科技领军企业在集中力量进行技术攻关的同时,必须把控计划性嵌入的最优区间。 即企业要防

范颠覆性创新过程中,过度嵌入所带来的风险,在变革中保持数字创新网络的结构弹性与战略冗余。 科技

领军企业在计划性布局数字赋能和颠覆性技术创新的过程中,应高度警惕过度嵌入网络所带来的系统性风

险。 随着数字技术深度嵌入企业研发、生产和管理流程,企业内部业务系统和技术路径逐步形成高度耦合

结构。 在技术动态性较高的环境中,这种高度嵌入结构虽然在短期内有助于提升协同效率,但也可能放大

技术调整所带来的连锁反应,增加组织运营与创新决策的不确定性。 因此,企业需要在计划性协同上把握

适度原则,通过引入模块化架构、预留技术替代空间和保持合作对象多元化,增强创新网络的结构弹性,从
而实现产业链韧性与安全性的全面提升。

第三,科技领军企业应在目标导向的计划性嵌入与机会驱动的创新涌现之间建立动态平衡,并将不断

变化的技术环境转化为促进颠覆性创新的组织条件与战略机遇。 在中国数字经济和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

的背景下,科技领军企业应主动从适应技术变化转向引导技术演进。 一方面,科技领军企业可以通过主动

布局牵头或深度参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创新联合体等建设,形成平台化、模块化和生态化的组织模式,增
强自身在技术演进路径中的话语权并扩大自身创新影响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技术不确定性带来的冲

击;另一方面,通过持续的前瞻性研发投入和技术攻关,企业能够提前布局潜在的颠覆性技术方向,即企业

应将外部不可控的技术动态性转化为内部可利用的战略窗口期,加强前瞻性技术监测、采用模块化技术架

构与灵活的资源配置机制,为颠覆性创新的持续涌现奠定可靠的实践基础。
(四)研究局限

第一,尽管本文以科技领军企业为调研对象,但是考虑到各省市现已公布的科技领军企业名单有限且

地区分布不均匀,实证结果可能存在一定偏差,且受样本范围限制,本文主要聚焦科技领军企业,尚未进一

步纳入非科技领军企业样本开展对比分析。 未来研究可在扩大样本类型的基础上,比较不同类型企业在数

字创新网络嵌入、数字化能力与颠覆性技术创新关系上的差异,以进一步增强研究结论的外部解释力。
第二,本文未充分探讨基于社会网络理论的其他特征变量。 现有研究主要从关系嵌入和结构嵌入两个

维度衡量企业的嵌入性行为,未来可进一步从知识嵌入、认知嵌入、政治嵌入和社会嵌入等维度展开深入

分析。
第三,影响企业颠覆性技术创新的前置因素有很多,技术、组织和环境等多方面的变动都有可能彻底改

变市场的竞争格局。 本文从数字化赋能的视角仍未能充分阐释其作用机理,未来可采用组态视角的多维研

究方法,进一步探索颠覆性创新成果的实现路径及其向新质生产力转化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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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a
 

new
 

round
 

of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disruptiv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echnology-leading
 

enterprises
 

is
 

dependent
 

on
 

planned
 

network
 

collaboration
 

and
 

resource
 

allocation.
 

It
 

is
 

also
 

influenced
 

by
 

unplanned
 

innovation
 

opportunities
 

emerging
 

in
 

dynamic
 

environments.
 

The
 

degree
 

of
 

digital
 

innovation
 

network
 

embeddedness
 

has
 

not
 

been
 

fully
 

clarified
 

in
 

existing
 

research.
 

The
 

complementarity
 

between
 

planned
 

collaboration
 

and
 

innovative
 

emergence
 

has
 

also
 

not
 

been
 

fully
 

explained.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was
 

constructed
 

based
 

on
 

network
 

embeddedness
 

theory
 

and
 

dynamic
 

capability
 

theory.
 

The
 

effect
 

of
 

digital
 

innovation
 

network
 

embeddedness
 

on
 

disruptiv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echnology-leading
 

enterprises
 

was
 

empirically
 

examined.
 

The
 

mediating
 

role
 

of
 

digital
 

capability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echnological
 

dynamism
 

were
 

also
 

tested.
 

It
 

was
 

shown
 

that
 

both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and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in
 

digital
 

innovation
 

networks
 

had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s
 

with
 

disruptiv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Digital
 

capability
 

was
 

found
 

to
 

mediate
 

these
 

relationships.
 

Technological
 

dynamism
 

was
 

found
 

to
 

positively
 

moderate
 

the
 

inverted
 

U-
shaped

 

relationships
 

between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and
 

both
 

digital
 

capability
 

and
 

disruptiv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
 

moderated
 

mediation
 

effect
 

was
 

also
 

identified
 

in
 

the
 

structural
 

embeddedness
 

path.
 

Technological
 

dynamism
 

was
 

found
 

to
 

negatively
 

moderate
 

the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ship
 

between
 

relational
 

embeddedness
 

and
 

disruptiv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he
 

complex
 

mechanism
 

through
 

which
 

digital
 

innovation
 

network
 

embeddedness
 

promotes
 

disruptiv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technology-leading
 

enterprises
 

was
 

revealed
 

in
 

the
 

context
 

of
 

the
 

digital
 

economy.
 

Theoretical
 

support
 

and
 

practical
 

references
 

were
 

provided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and
 

disruptive
 

innovation
 

under
 

the
 

framework
 

of
 

national
 

strategic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capabilities.
Keywords:

          

digital
 

innovation
 

network
 

embedding;
 

digital
 

capability;
 

disruptiv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technology
 

leading
 

enterprises;
 

technological
 

dynam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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